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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进步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趋向

——基于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 

赵方潇　王晓兵　余建宇　袁菱苒

摘要：农业技术进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诱致性技术创新和定向技术创新两大理论为基础，系统梳

理了两大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并选取作物品种改良、生

物肥料与有机肥研发、农机装备升级三大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市场激励、

外部冲击与政策干预在塑造农业技术进步方向上具有协同效应，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从

生产端对要素价格的被动响应，向研发端多重因素驱动下的主动选择转变。这一转型

过程揭示“市场诱致”与“定向研发”的有机结合是未来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所在。

本文为理解研发端与生产端的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框架，并为中国基于

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开展定向研发、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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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明确

提出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陈锡文，2023）。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市场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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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投入增长构成了中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四大核心驱动力（黄季焜，2018）。

21 世纪以来，尽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农田水利、

道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的增速并未如理论预期那样持续提升，反而呈现放缓趋势，且地区间农业TFP尚未实

现整体收敛 （Wang et al.，2019；Sheng et al.，2020；龚斌磊，2022；吴亚玲等，

2022）。在制度改革空间逐渐收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的现实背景下，农业技术

进步作为驱动农业TFP增长的核心力量，其战略地位越发凸显（龚斌磊等，2020；杜

鹰等，2022；叶兴庆和程郁，2026）。

然而，现实中农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长期存在结构性错配，“科研与

生产两张皮”的现象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进步对TFP的实际贡献。要破解

这一结构性矛盾，不仅需要借助市场力量诱导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更需要主动利用

政策手段对农业技术进步进行“定向”塑造。因此，深入探究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逻

辑及其外部驱动机制，对破解科研与产业脱节难题、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

科技实现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与定向技术创新理论是技术创新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并

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以资源禀赋和要素相对价格变化为

核心，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是分析农业技术市场化演进的主流理论框架

（Hayami and Ruttan，1970）。然而，仅依赖市场信号的诱致机制，难以充分应对国家

战略需求和复杂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随着中国创新体系逐步由模仿性阶段向原创

性阶段转型（Wei et al.，2017），深入探讨市场需求、政策规制和环境外部性等多重

因素对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引导作用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提出对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该理论主要关注

研发端的技术进步方向如何受到特定经济环境与政策条件的塑造与引导（Acemoglu，
1998，2002），为优化国家农业技术创新方向和相关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也更加契合在中美贸易摩擦、地缘冲突等多重压力下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实际情景。

鉴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的理论发展脉络以及

二者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现状，并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第一，在诱致

性技术创新方面，本文梳理该理论从初步形成到逐步拓展的演进过程，并重点阐释其

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内生作用机制。第二，在定向技术创新方面，本文探讨其对传统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拓展，基于市场激励、动态均衡、外部性和社会偏好等分析视

角，揭示技术进步方向形成的多维影响机制，并评述该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进展。

第三，本文比较分析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理论构建与应用上的

差异与联系。第四，结合中国农业实践，选取作物品种改良、生物肥料与有机肥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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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农机装备升级等典型案例，探讨在现实条件与政策导向下中国农业如何开展诱致

性与定向研发，从而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并提出未来可能的

研究方向。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将诱致性技术创新和定向

技术创新的理论演进与中国农业技术由模仿生产向创新研发转型的现实进程相结合，

在理论层面揭示二者在价格假设方面的差异，并在应用层面比较二者在分析视角和驱

动因素上的不同，从而为理解研发端与生产端的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加系统的理论框

架。其次，本文梳理了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将相关文献归纳为

要素驱动型创新与冲击驱动型创新两类，总结了该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现状、识别

方法及主要发现，为推动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参考框架。最

后，本文结合中国农业研发实践中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的实践趋向，深入

剖析二者在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中的实践路径和启示意义，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农情的

研发资源配置方案和相关支持政策提供现实支撑。

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及其应用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以要素资源禀赋为切入点，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

变量，提出了“资源禀赋差异—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农户技术需求差异—技术进步方

向差异”的分析框架，逐渐成为解释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差异的核心理论，并引导大量

研究对其进行检验与拓展。

（一）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演进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将技术进步方向与地区资源禀赋紧密联系起来。其核心观点

是，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会通过要素价格信号的传导，引致技术进步路径的分化。

该理论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Hicks（1932）。Hicks（1932）指出投入要素价格的变化能

够推动技术进步，尤其会促使以节约相对昂贵要素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产生。Samuelson
（1965）在此基础上，结合要素禀赋、相对价格以及技术进步所引致的要素份额变化，

构建了一个宏观分析模型。该模型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相对价格变

化如何推动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如何反过来影响要素份额的动态调整，为理解宏

观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Ahmad （1966）在考虑劳动和资本两类投入要

素的基础上，引入创新可能性曲线，首次构建了诱致性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为

后续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农业中的应用

农业领域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场景，使其成为分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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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进步的核心理论之一。Hayami and Ruttan （1970）将农业技术进步方向细分为

替代劳动力的机械技术和替代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并利用美国和日本近百年的数据

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国农业技术进步方向和农业发展路径差异的根源在

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不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两国长期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

趋势，进而诱导了不同方向的技术创新。该理论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被广泛

应用于劳动力稀缺的美国（Binswanger，1974）以及土地稀缺的日本、菲律宾等国家

（Nghiep，1979；Kawagoe et al.，1986）。

在此基础上，Olmstead and Rhode （1993）进一步深化并修正了该理论在美国农

业中的应用。在要素价格方面，该研究首次区分了静态的要素初始禀赋与动态的

相对价格变化，指出技术进步的方向并非由初始禀赋决定，而是受到地区性和时

间性价格信号的动态诱导。在技术进步方面，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在劳动力相

对稀缺背景下机械技术的进步，而该研究通过分析作物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技

术升级等生物技术创新的诱致机制及其作用，认为美国农业技术进步呈现农业机

械与生物技术并重的特征。这一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中技

术进步的方向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随着要素价格在地区

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而调整。这一发现也为“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提供了

有效的分析框架与实证支撑。

对于“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早期研究普遍基于初始资源禀赋结构，强调土

地节约型技术的重要性，促使科研资源优先投向作物品种改良与化肥施用，以提高

作物单产水平（Nghiep，1979；Kawagoe et al.，1986；Lin，1991，1992）。后续研究

进一步深化了对静态要素初始禀赋与相对价格动态关系的认识。随着农村劳动力大

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亚洲农业面临劳动力短缺与实际工资迅速上涨的局面，进而

诱导小农国家更多采用机械化技术替代劳动力，使农业机械化成为诱致性技术创新

理论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 （Otsuka et al.，2013；Wang et al.，2016；Yamauchi，
2016）。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21 世纪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推

动了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 （胡瑞法和黄季焜，2001；蔡昉和王美艳，2007；Ji et 
al.， 2012；Yang et al.，2013；郑旭媛和徐志刚，2017；孔祥智等，2018）。

三、定向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及其应用

理论预期与现实情况的不一致是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20世纪后期，美国劳

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已无法用传统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这促使学者探

索新的理论框架，并推动了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形成。具体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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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根据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预期，技能溢价应持续

下降，但现实情况却是技能溢价在 20世纪 70年代下降后，于 80年代开始大幅反弹并

持续攀升（Acemoglu，1998；Autor et al.，1998）。同时，技术创新的方向也呈现与历

史时期显著不同的特点：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创新多以替代技能为目标，降低了生产

过程对熟练工人的依赖，而 20世纪末的新技术则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进一步推高了

技能溢价（Mokyr，1990；Acemoglu，2002）。这些现象表明，技术创新的方向并非仅

受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而是受到市场因素和经济激励的系统性影响

（Acemoglu，1998，2002）。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主要关注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生产

环节要素使用的影响不同，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一方面更加聚焦研发环节的创新，另一

方面将技术创新方向的驱动因素从单一的要素价格相对变化扩展为市场、政策、制度

等多维因素。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不仅受到市场因素和要素价格的影响，还

与政策导向、社会需求以及外部冲击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从而为解释研发端的技术进

步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基础上，定向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拓展并应用

于环境、医疗、人工智能和农业等领域，结合不同领域的特征形成了相应的分析框架。

本部分将梳理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脉络，并重点阐述其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一）定向技术创新理论演进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围绕“技术创新为何偏向特定生产要素”这一核心问题展

开，其演进过程可依据核心影响因素的扩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见表 1）。这些阶段

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在既有理论框架基础上持续拓展与深化；各阶段在解释维度

上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对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全面理解。

表1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应用

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重点关注因素

价格效应和市
场规模效应

历史技术积累

外部性和市场
失灵

社会因素

相关文献

Acemoglu（1998）；Kiley（1999）；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
Acemoglu（2002）；Hanlon（2015）；
Jung（2020）；San（2023）

Acemoglu et al.（2012）；Acemoglu 
et al.（2016）；Aghion et al.（2016）；
Casey（2023）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
Acemoglu（2023）

主要结论

技术变革方向由市场激励驱动，受到要
素价格差异和市场规模效应的共同影响

强调技术创新历史积累对后续方向的影
响，区分了短期技术固定效应和长期路
径调整

技术创新可能产生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导致技术创新方向出现系统性扭曲。政
策干预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关键

非经济因素可能扭曲技术创新方向，导
致资源过度集中于被“热捧”的技术范
式，而忽视其他潜在有益但声望较低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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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主要关注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对技术创新

方向的影响。Acemoglu （1998）首次构建了定向技术创新理论，指出技术变革的方向

实际上是由市场激励驱动的，尤其是由要素价格差异和市场规模效应共同决定的。

该理论在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主要关注“相对要素价格决定技术方向”的基础上，

强调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一方面，稀缺要素价格上升会激励节约该要素的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产品市场规模扩大能够提升相关技术的预期利润，进而引发研发资源的

倾斜。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相对强度由要素替代弹性决定，最终影响技术进

步的方向。

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创新如何受到劳动力技能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这

种技能偏向型技术创新如何反作用于劳动力市场，进而重塑工资结构和就业格局

（Acemoglu，1998；Kiley，1999；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20 世纪 70 年代，美

国大学生供给显著增加，这一变化最初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优势下降。然而，受

市场规模因素的影响，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促使技术变革方向发生转变，使更多

资源被用于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的技术研发，最终推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在20世纪80
年代显著上升。这些研究揭示了技能供给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动态关系，为理解劳动力

市场中的工资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Acemoglu，1998；Kiley，1999；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

在第二阶段，路径依赖和动态均衡的概念被引入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从而突破了

传统静态分析框架的局限性（Acemoglu，2002）。其中，路径依赖强调技术创新的历

史积累对后续技术创新方向的影响。例如，特定领域的技术积累会降低该领域未来创

新的成本，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动态机制。模型通过引入状态依赖参数，刻画历史技

术积累对后续技术创新方向的影响。此外，模型还拓展了动态均衡分析，区分了短期

技术固定效应和长期路径调整。这一扩展使模型能够解释技术创新方向的“锁定效

应”，即技术创新可能因历史积累形成的成本优势而长期偏向某一特定领域，即便该

领域不再具有最优的经济回报。

第二阶段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短期、高频的劳动力市场数据，而是转向农业等具有

长期历史数据和显著路径依赖特征的领域，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历史上生产

要素供给的变化如何引导后续农业技术创新及其应用（Hanlon，2015；Jung，2020；
San，2023）；二是外部冲击如何在长期内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 （Moscona and 
Sastry，2023；Moscona，2025）。

在第三阶段，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成为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重点。相关研究揭

示了技术创新方向可能出现的系统性扭曲现象，并着重强调了政策干预在纠正市场失

灵过程中的关键作用（Acemoglu et al.，2012）。该研究指出，技术创新既可能产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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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溢出等正外部性，也可能带来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等负外部性。然而，市场机制往往

无法将这些外部性完全内生化，进而导致技术创新方向出现系统性扭曲。在此阶段，

模型引入外部性参数，并深入分析了社会最优技术方向与市场均衡技术方向之间的差

异。研究发现，市场机制可能过度偏向高回报技术，而忽视那些具有更高社会价值的

领域，如在健康和环境领域具有正外部性的预防性医疗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

（Acemoglu et al.，2012）。因此，政策干预被视为纠正这种市场失灵现象的重要工具。

通过引入外部性治理机制，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为政府在环境约束条件下引导技术路径

向社会最优方向发展提供了逻辑支撑（Acemoglu et al.，2012；Acemoglu et al.，2016；
Aghion et al.，2016）。

随着外部性和市场失灵因素的引入，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能源环境、医疗健康等

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大量相关研究深入探讨了市场因素和政策干预共同影响技

术创新方向的具体机制，并特别强调了政策在纠正市场外部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Popp， 2002； Acemoglu and Linn， 2004； Acemoglu et al.， 2006； Acemoglu et al.，
2012；Acemoglu et al.，2016；Aghion et al.，2016；Casey，2023）。在能源环境领域，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能源价格和政策对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的引导作

用。众多研究表明，燃料价格上升能够显著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Popp （2002）和

Aghion et al.（2016）进一步揭示了价格信号在引导技术创新方向中的核心作用。当传

统能源价格上升时，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并满足市场需求，会更有动力去研发和应用清

洁能源技术。此外，政策在定向技术创新过程中还发挥着重塑市场激励、纠正市场外

部性的关键作用。当面临环境约束时，政府通过运用碳税、绿色补贴等政策工具，能

够有效引导技术创新向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方向发展 （Acemoglu et al.， 2012；
Acemoglu et al.，2016；Aghion et al.，2016；Casey，2023）。在医疗健康领域，研究表

明，医疗技术进步方向对市场规模和政策支持高度敏感（Acemoglu and Linn，2004；
Acemoglu et al.，2006；Acemoglu，2023）。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和医保政策改革会提

高特定群体对药物的需求，从而推动针对特定疾病药物的研发（Acemoglu and Linn，
2004；Acemoglu et al.，2006；Budish et al.，2015；Zhang and Nie，2021）。这些研究

表明，政策通过改变市场激励和企业利润预期，能够有效引导医疗技术创新方向，使

其更好地满足社会医疗需求。

在第四阶段，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0）对定向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进一步

扩展和延伸，指出除市场激励外，社会因素（如声誉）也可能系统性地扭曲技术创新

方向。此外，该研究还提出了“协调失败”概念，即创新主体可能无法通过有效协调

转向更具生产力或更优的替代性技术范式，导致研发投资缺乏多样性或陷入对次优技

术的“锁定”状态。为此，Acemoglu （2023）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用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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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扭曲的来源，并利用已有研究数据对自动化、医疗和能源三大领域中的创新扭曲

程度和社会福利损失进行了定量评估。这些非市场因素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于被

“热捧”的技术范式（如追求达到人类水平的AI技术），而忽视其他潜在有益但声望较

低的方向（如与人类能力互补的AI技术）。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对这些由社会因素

引致的创新扭曲进行更精确的量化分析（Acemoglu，2023）。

（二）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农业中的应用

在资源约束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日益

受到关注。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两类创新：一是要素驱动型创新，旨在揭示生产要素供

给变化如何引导农业技术创新（Hanlon，2015；Jung，2020；San，2023）；二是冲击驱

动型创新（Long and Wang，2025），从外部冲击视角探讨气候变化、病虫害等因素对农

业技术创新的定向塑造作用（Moscona and Sastry，2023；Moscona，2025；Moscona and 
Sastry，2025）。

生产要素供给变化是推动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定向创新能够对生产要

素供给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促使农业技术创新朝着节约特定类型生产要素的方向发

展。这一过程在历史与现实情境中均有诸多例证（Hanlon，2015；Jung，2020；San，
2023）。Hanlon （2015）以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棉花短缺为背景展开研究。战争导致

美国棉花供应锐减，从而推动了围绕印度棉花替代的纺织技术创新①。该研究表明，

生产要素相对供给的变化能够有效引导技术创新方向，使其适应新的资源约束条件。

Jung （2020）则聚焦 19世纪末美国南方棉花机械化进程。研究发现，棉花机械化技术

的快速发展释放了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促使其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并推动

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在吸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后，制

造业技术创新逐渐偏向适应低技能劳动力特征的发展路径。长期来看，这种技术发展

路径对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加深了技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并形成了低

技能锁定的局面。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数据，该研究揭示了劳动力供给变化如何通过产

业结构调整塑造技术创新方向，并对经济发展产生长期而复杂的影响。类似地，San
（2023）探讨了 1964年美国终止“Bracero项目”后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响应。这一政

策变动结束了墨西哥农民进入美国从事季节性农业劳动的制度安排，导致美国农业部

门出现季节性劳动力短缺，尤其对高度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作物种植领域造成较大冲

击。劳动力短缺压力促使农场主和农业企业加速研发节约劳动力的技术，且在受劳动

力短缺影响更为严重的作物种植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上述研究表明，生产要素供给变

①　印度传统原棉是一种低品质品种，其纤维较短，棉籽小且难以去除，在轧花、开清和梳理等环节面临诸

多技术难题，同时杂质含量较高；而美国棉花品质较高，纤维长度适中，更易于加工。



赵方潇等：农业技术进步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趋向

- 52 -

化对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棉花短缺、机械化进程，还是劳动力流动政

策的调整，都能够推动技术创新方向随生产要素条件变化而调整，进而对农业生产乃

至更广泛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同时，气候变化

等外部环境的直接冲击也能够定向改变技术研发方向，促使其向提升环境适应性和农

业生产韧性发展 （Moscona and Sastry，2023；Moscona，2025；Moscona and Sastry，
2025）。例如，20世纪 30年代美国的尘暴危机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改变了土壤

结构，并对农业长期可持续性产生深远影响（Moscona，2025）。在此背景下，定向创

新推动农业技术向提升韧性和环境适应性的方向发展。为应对尘暴带来的挑战，杂交

作物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成为提高农业生产适应能力的重要技术。

Moscona and Sastry （2023）进一步探讨了气候变化驱动的定向创新对农业的长期影响。

该研究通过构建定向技术创新理论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该

模型假设技术创新方向取决于技术与气候之间的替代性或互补性关系，同时受到市场

价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促使美国农业技术研发逐渐向受高温影响较大

的作物倾斜，从而显著增强了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

期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农业技术创新还聚焦解决特定地区面临的主要作物病

虫害问题（Moscona and Sastry，2025）。例如，美国针对玉米根虫开发的抗虫转基因品

种，显著提高了玉米对根虫的抗性，并提升了当地玉米的生产效率。总体来看，气候

变化、病虫害等外部冲击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沿着提升农业生产韧性和环境适应性的方

向发展，从而塑造了农业技术创新路径，并为农业应对日益复杂的环境挑战提供了重

要支撑。

四、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是理解技术进步方向的重要分析框架。

二者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农业技术进步理论体

系。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奠定了分析技术进步方向的理论基础，而定向技术创新理论

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影响因素与内生机制，拓展和深化了对技术创新动因及

其演化路径的解释。为了直观对比二者的联系与差异，图 1从诱导因素、作用机制和

分析视角等维度，系统展示了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内在关联与

核心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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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首先，两种

理论在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均聚焦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和内在动力，其中诱致性

技术创新理论为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两种理论在技术创新影

响因素方面具有互补性。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继承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所强调的要素

相对价格变化基础上，将市场规模、政策改革、外部冲击和社会偏好等多种外部因素

纳入理论模型，从而丰富了对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解释，实现了从单一价格信号到多

元驱动因素的理论拓展。再次，两种理论均关注要素配置优化问题，即通过技术路径

选择引导要素配置优化，进而降低生产成本并提升生产效率。最后，两种理论在农业

领域均得到广泛应用，分别从研发端与生产端对农业技术创新路径进行解释。

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研究侧重点上存在一定差异。在理论

构建层面，两种理论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价格机制（包括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假设

不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假设创新及技术应用源于外生的价格变化，因此技术研发

和应用被视为对价格的被动响应。例如，在日本和美国的农业生产中，土地和劳动力

的相对价格变化主要由两国不同的初始要素禀赋和市场供需变化决定 （Hayami and 
Ruttan，1970），而农业生产部门内部决策对这些价格变化的直接影响有限。在此框架

下，技术创新方向会根据外生的价格信号进行被动调整，以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

大化。因此，该理论更关注价格变化对技术创新方向和要素替代的影响，而较少涉及

对价格内生形成过程的分析。相较之下，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肯定价格信号核心作用

的同时，将价格视为内生变量，认为技术创新能够主动重塑市场均衡。例如，极端气

候频发会直接降低农作物产量并推高价格，而这一价格变化进一步激励耐旱作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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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发（Moscona and Sastry，2023）。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主体不仅对价格信号作出响

应，还通过技术突破改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从而反向影响价格形成机制。

在应用层面，两种理论在引导机制、应用环节和技术类型等方面呈现一定差异。

首先，在引导机制方面，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强调多重外部因素对技术创新方向的主动

引导，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

化、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则

强调技术变化对要素价格变化的响应，其机制在于经济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下

对市场要素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进而引导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其次，在应用环节方

面，两种理论在研发端和生产端各有侧重。定向技术创新理论主要关注研发端，通过

检验外部因素对技术进步方向的直接引导作用，揭示技术创新方向的形成机制，并分

析如何通过政策干预和市场激励来优化技术创新方向。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最初同样

关注研发端，解释技术进步方向如何受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但在实际应用中

更侧重生产端的要素替代分析，即通过考察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与产出关系，检验技

术进步方向是否符合由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所诱导的理论假设。最后，在技术类型方

面，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二分法”思维。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通常将技术进步划分为土地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两类，而定向技

术创新理论则认为这两类技术可以并存，并且技术创新方向可能涉及更多维度。这些

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技术创新呈现多样化的方向和模式。

五、农业领域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实践趋向

近年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取得显著进展，为定向技术创新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应

用场景。农业技术创新已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所驱动的诱致性技

术创新，而是拓展到基于现实条件与政策导向的定向技术创新，从而更精准地契合外

部环境变化与中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内在需求。本部分选取作物品种改良、生物肥料与

有机肥研发、农机装备升级三大领域，梳理其由要素驱动转向多重目标系统引导的技

术演进路径，深入揭示市场激励、外部冲击与政策干预的协同作用如何塑造农业技术

创新方向。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与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在应对农业

现实挑战中的互补作用，也为中国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一）作物品种改良

中国种业领域的技术进步由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协同驱动，育种目标

逐步呈现多元化特征。当前，作物育种不仅需要响应传统的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还需

对气候变化等外部性冲击作出前瞻性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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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种业领域技术创新直接响应要素稀缺性引致的市场价格信号，体现了诱

致性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以玉米为例，作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作

物，其生产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土地资源约束加剧的双重挑战，机械化收获成为提

升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高含水量的玉米籽粒在机械化收获过程中容易出现破

碎、霉变等问题，制约了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发展。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教授团队针对

这一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痛点，在基础研究中揭示了玉米籽粒脱水的分子机制，为培

育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玉米品种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面对气候变化等系统性挑战，种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方向同样需要进行

定向调整。在中国作物品种育种领域，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均针对气候变化这一外部

冲击开展定向创新，旨在增强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气候变化

（如高温胁迫）会对农作物产量造成直接损害，进而加大农业生产面临的环境风险，

并催生对耐热、抗旱、抗病虫害等作物性状的市场需求。这种由外部冲击引发的市场

需求变化，与中国庞大的粮食市场规模共同作用，构成了强有力的创新激励，推动研

发资源向增强农业韧性的技术方向集聚。在公共部门的育种实践中，以小麦为例，高

温胁迫对中国小麦产量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孙其信教

授团队针对小麦耐热品种培育过程中存在的耐热性评价指标不完善、耐热种质和基因

资源缺乏、耐热育种周期长且效率低等瓶颈问题，开展了定向技术创新。在基础研究

阶段，该团队深入挖掘小麦耐热种质资源和相关基因，成功开发与耐热基因紧密连锁

的分子标记，并创新了小麦耐热育种技术。在应用研究阶段，该团队积极联合多家育

种单位，成功培育多个耐热高产的小麦新品种，将市场需求有效转化为技术供给。在

私营部门的育种实践中，先正达集团依据气候变化的长期演变趋势和未来预测，积极

开展定向育种研发。该公司不仅推出了一系列具有耐热性状的水稻品种以及兼具抗倒

伏、抗旱性状的玉米新品种，还前瞻性地开展品种研发与技术储备工作，精准地捕捉

气候变化引发的长期价格信号与市场需求变化，将研发资源主动配置到具有更高预期

市场回报的技术性状上。上述案例表明，作物育种领域的定向创新是创新主体在价格

效应与市场规模效应共同创造的市场激励下，沿既定技术路径进行的理性资源配置。

中国种业领域的创新实践表明，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在现实中并非相

互替代，而是呈现协同互补的关系。宜机收玉米品种的选育主要响应劳动力价格变化

这一市场内生信号，而抗逆稳产作物的育种则更多受到外部冲击与政策目标等外生因

素的引导。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中国种业科技创新由单一的产量导向，向兼顾效

率、韧性、品质与可持续的多目标体系演进。

（二）生物肥料与有机肥研发

生物肥料与有机肥的研发与推广，清晰展现了农业技术创新从要素稀缺诱导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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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技术创新路径，向社会价值与政策目标引导的定向技术创新路径转变。在中国人

多地少、耕地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为提高土地产出率、保障粮食安全，农业生产

长期依赖增加化肥投入以替代稀缺的土地要素。这一技术选择本质上是对要素相对价

格变化的响应，符合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中“要素稀缺诱导技术偏向”的核心逻辑。

然而，随着中国化肥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渐出现化肥过量施用和使用效率偏

低的问题。自 20世纪 70年代（1974年）以来，中国化肥用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并于

2015年达到峰值 6022万吨①。化肥过量施用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也对生态环境

造成负面影响，引发耕地退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Wu et al.，2018；
高晶晶等，2019）。这一现象反映出市场机制在引导农业技术演进中的局限性，即以

降低私人成本为导向的市场机制容易导致化肥过量施用，从而忽视具有更高社会价值

的绿色技术，造成农业技术创新方向的系统性扭曲。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大力推进生

物肥料与有机肥料的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并通过出台环境规制类政策，将环境外

部性内生化，重塑市场激励机制，从而对技术进步方向进行定向引导。在政策引导

层面，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到 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有机肥替代

化肥，推广应用微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②；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

重点领域（2024—2028 年）》进一步将“研制新型肥料、功能生物有机肥、土壤复

合调理剂、精准高效施肥及水肥一体化等重大产品及其配套装备”作为重点攻坚方

向③。为响应中央政策号召，各地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支持有机

肥产业发展。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生物肥料与有机肥在研发和应用环节的相对成本，

显著提升了创新主体开展绿色技术研发的预期利润。在技术研发与应用层面，上述

环境规制措施推动科研机构将研发资源由传统高投入技术逐步转向绿色清洁技术。

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教授团队不仅在基础研究中深入揭示了生物肥料与有机肥制造

过程中物质转化的生物学机制，还在应用研究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明了以施用

全元生物有机肥为核心技术的粮食作物促生增产和经济作物土传病害防控综合技术

体系，并成功应用于大田农业生产，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土壤肥力提升提供了

有力支撑。

①　资料来源：《化肥减量增效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我国农用化肥用量43年首次实现负增长》，https://www.moa.
gov.cn/xw/zwdt/201712/t20171227_6131397.htm。

②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到 2025年化肥减量化行动方案〉和〈到 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的

通知》，https://www.moa.gov.cn/govpublic/ZZYGLS/202212/t20221201_6416398.htm。

③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4—2028年）〉的通知》，https://www.moa.gov.
cn/govpublic/KJJYS/202502/t20250214_64699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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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机装备升级

中国农机装备的升级路径较为清晰地体现了要素价格信号与政策性市场规模如何

协同驱动技术的定向演进。自 2004 年农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以来 （Wang et al.，
2016；郑旭媛和徐志刚，2017），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直接诱导了以机械替代劳动的技

术创新，推动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快速提升（蔡昉，2008；郑旭媛和徐志刚，2017；
方师乐和黄祖辉，2019）。然而，市场机制在应对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瓶颈时

仍存在一定局限，由此形成“双重锁定”困境：一方面，在大型智能农机领域，发达

国家凭借先发优势主导了技术发展路径并形成知识产权壁垒，增加了后发企业的技术

追赶成本，削弱了市场自主创新激励；另一方面，在丘陵山区，受复杂地形与耕地细

碎化特征制约（张宗毅，2020），适配农机研发面临高昂的定制成本和有限的市场规

模，难以仅依靠价格信号形成有效市场供给。

为突破上述瓶颈，近年来中国出台了多项针对性的财政支持政策与专项研发计

划。通过建设先导区和实施专项补贴，政府为相关企业创造了规模可观且需求稳定的

初始市场，从而显著降低大型智能农机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企业的研发风险，缓

解其研发投入压力，并将市场激励引导至那些单纯依靠要素价格信号难以有效触发的

技术领域。2023年，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部署并支

持若干省份建设自主可控的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或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①。相关省份聚焦领域内技术短板，加快农机装备研发、制造

与推广应用，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2024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对大型大马力高端

智能农机装备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给予重点支持②。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

一步提出“加快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为农机装备自主创新

提供了持续的政策保障。

在系列财政支持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农机产业成功突破部分

技术锁定，实现了定向升级。在大型机械方面，产品迭代速度加快，呈现大马力化和

高端化发展趋势。在耕种环节，中国拖拉机实现了从“手动挡”向“自动挡”的跨

越。无级变速技术的应用使拖拉机无须设置固定挡位，操作者仅需控制油门，系统即

可自动匹配最佳工况，从而显著降低作业劳动强度。在收获环节，大型谷物联合收割

机取得重要突破，尤其是通过配套不同类型的割台，实现了多作物“一机共收”。在

①　《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在若干省份开展“一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

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4838.htm。

②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6/content_69555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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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方面，新型农机已具备折腰转向、小转弯半径、双向驾驶以及

灵活掉头作业等关键功能，并通过搭载北斗导航模块，实现了对复杂地形的精准适

应，从而有效缓解了丘陵山区耕地细碎化带来的机械化作业难题（李心萍，2024）。

综上所述，作物品种改良、生物肥料与有机肥研发以及农机装备升级三大案例，

共同揭示了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从诱致性技术创新向定向技术创新演进的双重实践路

径。诱致性技术创新主要由要素相对价格变化驱动，体现为对劳动力、土地等稀缺要

素的替代与效率提升；而定向技术创新则通过市场信号和政策干预，将外部要素价格

内生化，从而重塑不同技术方向的预期收益，引导研发资源实现定向配置。在这一过

程中，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性保障构成了重要基础：当产权界定清晰、收益预期稳定

且创新回报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时，市场激励与政策导向更易形成稳定合力，推动诱致

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新协同互补，进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由被动响应要素相对价

格变化转向主动追求长期社会最优。

六、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文围绕农业技术进步这一核心议题，重点梳理了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定向技术创

新两大理论的演进脉络及其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进展，并结合中国农业实践开展典型案

例分析。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揭示了资源禀赋差异通过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影响技术进

步方向的底层逻辑，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则在此基础上，将市场激励、政策规制与外部

冲击等多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探讨研发端技术进步方向的形成机制。两大理

论在研究目标、影响因素、路径选择、应用领域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但其分析视角

有所差异：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侧重生产端对外部价格信号的被动响应，而定向技术

创新理论则通过引入研发端决策，强调创新主体在多重因素驱动下的主动调整。作物

品种改良、生物肥料与有机肥研发以及农机装备升级三大案例共同表明，诱致性技术

创新理论与定向技术创新理论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理解农业技术

进步的分析框架。

未来研究应充分重视两种理论的协同价值，实现以往侧重生产端向研发端与生产

端并重的转变，构建符合中国农业生产实际的理论模型，深入探究研发端技术创新的

影响因素及其对市场均衡的作用机制，为全面分析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新的理论范

式。在实证应用层面，目前关于中国农业研发端的数据仍存在一定局限。在研发投入

端，已有研究结合统计数据与自行测算，构建了国家层面的农业研发投入面板数据

（Chai et al.，2019；毛世平等，2025）。该类数据适用于国际比较及研发投入结构的描

述性分析，但由于数据层级较高，难以准确识别农业研发投入所指向的具体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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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相较之下，研发产出端的数据（如中国农业专利数据）具有更高可获得性与精

细度，更便于与各类外部指标进行匹配，从而能够更精准地刻画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

结构特征与方向演进，为上述两种理论的实证检验提供可靠的微观数据支撑（马宇贝

等，2025）。在研究方法上，随着大语言模型和机器学习文本分析能力的不断提升，

未来研究可利用相关前沿技术对专利数据进行文本挖掘，系统刻画农业技术进步的具

体方向。进一步，将上述方法生成的文本指标与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框架相结合，融合

简约式因果识别与结构估计模型，不仅有助于识别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因果关

系，还能够深入解析其内在作用机制，从而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农业技术创新路径提

供坚实的经验证据。

在实践层面，破解农业“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结构性问题，关键在于矫正技术

变迁方向上的制度性扭曲与市场脱节。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与定向技术创新理论的

综合视角来看，这一问题本质上源于科研活动的激励机制偏离了真实的市场需求。一

方面，科技创新应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若科研方向忽视市场价格信号，仅

依赖行政指令推动，技术供给便可能与实际应用场景脱节，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

扭曲。因此，解决“科研与生产两张皮”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诱致性作

用。另一方面，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虽能改善供需匹配，但在面对生态保护、长期粮食

安全等具有显著外部性的战略目标时，市场激励往往偏离社会最优路径。这就要求政

府通过精准制度设计进行“纠偏”，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创新主体的市场激励。总

体而言，为实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强调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政策实践应致力于构

建“市场决定配置、政府引导方向”的协同机制：既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

地位，确保研发活动紧密贴合市场需求，又要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产学研体系沿社会最

优路径发展，从而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行政干预带来的新扭曲，实现科研与生

产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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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hange is central to food secu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Yet a persistent disconnect between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continues 
to constrain the contribu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draws on two foundational theories, Induced Innovation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i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sector. Three representative cases are then analyzed in depth: crop 
variety improvement, biofertilizer and organic fertilizer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upgrading.

This study yields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market incentives, external shocks, and policy 
interventions jointly shape th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hange. Second, Induced Innovation 
explains how differences in factor endowments drive technological change through shifts in relative factor 
prices, wherea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extends this logic by showing how policy design, market size, 
and external shocks actively orient innovation toward directions that serve both social welfare and strategic 
national priorities. Third, the case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two theories function as complements rather 
than substitutes: Induced Innovation captures the bottom-up, market-driven process of innovation, wherea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ccounts for the top-down, policy-directed dimension. Together, they offer a 
more complete accou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system.

This study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First, it develop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hange at both the R&D and production stages,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duced Innovation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with China’s transition from 
imitation-based to innovation-driven agriculture. Second,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in agriculture, organiz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to factor-driven and shock-
driven innovation, and synthesizing key findings and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Third, by analyzing China-
specific case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both theories operate in Chinese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providing practical insights for designing R&D resource allocation schemes and 
innovation support policies suited to China’s conditions.

This study also carrie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Resolving the misalloc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requires correcting both institutional distortions and market failures 
that misalign scientific incentives with real-world demand. Looking ahea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R&D stage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leverage fine-grained patent data and 
methods drawing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to trace th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change, and integrate causal identification with structural estimation to 
shed light on the mechanisms linking R&D investment, innovation output, and market equilibriu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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